Coleridge, Samuel Taylor 科爾雷基（1772～1834） 是十九世紀英國最具創見的神學家及文學家，很可能「存在主義者」（Existential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35,Name=Existentialism}）一詞即出於他；別人亦稱他為「迷幻神學家」（psychedelic theologian）；他的影響滲透上一世紀整個英國神學界。受他影響的人包括穆爾（J. S. Mill, 1806～73）、喀萊爾（Thomas Carlyle, 1795～1881）、哈爾（J. C. Hare, 1795～1855）、紐曼（J. H. Newman{\LinkToBook:TopicID=845,Name=Newman, John Henry}）、亞諾（Thomas Arnold, 1795～1842）、馬提諾（James Martineau, 1805～1900）、威廉士（Rowland Williams, 1817～70）、摩里斯〔F. D. Maurice{\LinkToBook:TopicID=776,Name=Maurice, F. D.}；參基督教社會主義（Christian Soci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281,Name=Christian Socialism}）〕及霍爾特（F. J. A. Hort, 1828～92）。
　　1795年，科爾雷基與費力克（Sara Fricker）結婚；不久就因意見不合而分離。在飽受婚姻破裂的痛苦之下，科爾雷基染上鴉片惡習。大約同一時間，他認識了華茨華斯（W. Wordsworths, 1770～1850，英國詩人），他在劍橋大學時迷戀上的決定論（Determi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56,Name=Determinism}），亦得以解除。
　　鴉片使科爾雷基進入一片從未涉足的內心世界。這種層次的新經驗，因著脫離了時空的限制而強化了；在這些時刻，理性可以無攔阻地體現它能洞窺屬靈真理的潛能，他認為這些發現是很具革命性的。「我們還會奇怪柏拉圖對身體的看法嗎？」他問，「一種有毒的藥物卻能使人看見並帶來真理，是原本已隱藏於人心的……可怕的毒藥在虛幻的時刻，豈不能使身體……成為那大能的靈魂更適合的工具呢？」那種特殊的宗教經歷（Religious Exper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6,Name=Religious Experience}）叫他更肯定，「一切啟示都是來自內心（ab intra）的」；十八世紀護教士那種枯燥的、像法庭一樣的神學，只會阻礙真宗教的發展。「基督教的證據」，他抗議說，「我真厭煩了言語……你只要使人感到需要（宗教），就可安穩地相信神會施工」。
　　為了保護宗教免受懷疑者的攻擊，科爾雷基接受康德（Kant{\LinkToBook:TopicID=676,Name=Kant, Immanuel 康德}）的界說，把理性與理解分別開來，不過他只是按自己的需要來採用康德的思想。譬如，他強調理性可以「看見」真理，且是「真理的源頭和內容，是超乎感官（知識）的」。理解不能對超感官知識定真偽，不能認識真宗教；無論它怎樣努力，它對真理的認識必然是不完全的，而且是錯誤的。歷史、神學、自然科學及人文科學，全是屬於理解的範圍。
　　他認為聖經是一個歷史文獻，是以人的言語來表達「觀念」或真理，因此聖經包含的材料都是無效及有錯誤的。凡堅守默示論（他是指默書形式的默示論）的，都是「神的正宗騙子」。我們怎樣透過聖經認識神呢？「無論怎樣找到我（神），均見證出那是從聖靈而來的」。
　　從很多方面來說，科爾雷基對神學界的影響都是廣泛而深遠的；他提出的問題，至今仍是沒有答案。
　　【編按︰科爾雷基一生的工作和作品，均是以詩和哲學的散文見稱；特別以宗教和神學為題發表的演說及文章，在比例上是不多的，較出名的有《平信徒講道集》（Lay Sermons, 1817）；《教會與國家的特性》（On The Constitution of Church and State, 1830），十分受歡迎的《反思導助》（Aids to Reflection, 1825），和去世後人為他整理出版的《一顆探究的心》（Confessions of an Inquiring Spirit, 1840）。他的宗教思想必須放在十九世紀英國教會一般的情況來了解。此時英國教會思想界已呈僵化，惟物主義與惟理主義使人的心靈深受束縛。從另一方面來說，科學的發展在教會亦引起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應，科學與信仰若非被看為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，就是認為科學必須駕馭信仰；前者是把人的經驗與信仰分割，後者則使信仰窒息在經驗之內；二者的觀點都只會使信仰失去生命力。
　　科爾雷基是個生性酷愛自由的人，早期深受斯賓諾沙（B. Spinoza{\LinkToBook:TopicID=1107,Name=Spinoza, BenedictBaruch) de}）、伯麥（J. Boehme{\LinkToBook:TopicID=226,Name=Boehme, Jacob}）和歌德（J. W. Goethe）等人之泛神論的影響，嚮往一種自然、和諧的內心世界，再加上日後由鴉片造成的新經驗，令他的宗教思想對當時代的人具有一股清新的吸引力，亦是令他的宗教思想常越過聖經疆域的主要原因。在現實生活裡，他不認為科學與信仰具有內在矛盾；同樣地，他強調科學是不能、也不應駕馭宗教，他為二者各定可行的疆界，這在當時代來說是非常罕聞，也深受歡迎。他對宗教與人生的看法亦是突出的。一方面，為反對十九世紀僵化的宗教思想，他認為一切形上的證據都是無益的；另一方面，他指出宗教只在對人有實際功效的地方，才是有意義和價值的，「基督教的本性是倫理上的」，藉此倫理，基督教與人生各重要問題可以聯合在一起。為此，他被稱為「廣派教會運動之父」（'Father of the Broad Church Movement'）。
　　科爾雷基在哲學界及文學界的影響（主要源自他的散文及論述）至為廣泛，因此他在十九世紀的文化，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；他與當代德國學者一起為歐洲人帶來新的意識，使他們對個體與群性的複雜關係，有更深的洞見。有興趣的讀者可參下列各書︰John M. Muirhead, Coleridge as Philosopher, London, 1930; Elizabeth Winkelmann, Coleridge und die Kantische Philosophie, Leipzig, 1933; A. O. Lovejoy, 'Coleridge and Kant's Two Worlds', repr.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ldea, Baltimore, 1948. 】
　　參考書目
　　著作︰ ed. W. G. Shedd, 7 vols.(New York, 1953)， 特別參閱: Aids to Reflection(1825); On the Constitution of Church and State(1820); Confessions of an Inquiring Spirit(1840).

　　研究︰ J. R. Barth, Coleridge and Christian Doctrine(Cambridge, MA, 1969); T. McFarland, Coleridge and the Pantheist Tradition(Oxford, 1969); B. Willey, Samuel Taylor Coleridge(London, 1972).

　　J.H.E.

